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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為臺灣現行提升生育率的人口政策提供辯護。在人口政策倫理的討

論中普遍認為，過多的世界人口會消耗更多的自然資源、排放更多的溫室氣體，

從而加劇氣候變遷帶來的負面影響，諸如人道危機和生態衝擊。因此，臺灣現行

提升生育率的人口政策需要提供相應的論證來強化該政策的規範性基礎。本文依

序檢視並答覆三個質疑臺灣提升生育率之人口政策的主要異議：政策強制性的疑

慮、生態主義，以及生養成本分配不公的問題。關於臺灣現行提升生育率的人口

政策是否涉及操控的疑慮上，我論證該項政策並不涉及操控；在生態主義的疑慮

上，我指出該項政策不必然悖於溫和生態主義，因為臺灣現行人口政策的生育率

目標是合理且符合溫和生態主義的要求；最後在生養成本分配不公的問題上，我

說明了為何該項政策並無不公平的問題，並且指出我們有許多堅實的理由去支持

生產及養育成本的公共化。據此，藉由回覆三個質疑臺灣提升生育率之人口政策

的主要異議，本文強化臺灣現行人口政策的規範性基礎，為其提供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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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言

聯合國於 2024 年 7 月公布《世界人口展望報告》，預計到 2100 年時，世界

總人口數約為  102 億。1 這意味著，隨著世界人口增長，大量的自然資源會被消

耗，增加更多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從而加劇氣候變遷帶來的人道危機和自然生態

等負面衝擊。據此，在西方「人口政策倫理」（the ethic of population policy）的

討論中，
2 一個主要的預設便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4）對於人口

爆炸的憂慮（Kolk, 2022, pp. 476-477），調降人口規模成為重要的人口政策方向

（Coole, 2016, pp. 274-276）。減少人口規模可以降載自然環境的過度消耗，有效

減緩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從而減緩氣候變遷的負面影響，並成為提升人均資源（消

弭貧窮）的一個主要方式（O’Neill et al., 2010）。若是如此，臺灣現行人口政策

嘗試藉由提供生育津貼和降低生育成本的方式來提升生育率的作法，顯然並非不證

自明，反而需要論證該政策的規範性基礎，亦即：為什麼即便減少人口總數有上述

種種好處，我國政府仍應該施行一個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3

我國政府之所以採取提升生育率的人口政策，係因臺灣社會人口老化和總生

育率長期處於全球最低之列。據統計，「我國總人口成長趨勢在 2024 年將來到人

口高峰 2,374 萬人，之後逐年減少，在 2061 年，臺灣人口可能只有 1,840 萬人」

（陳再晉等人，2018，頁 124）。根據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4 年）（核

定本）和人口政策建議書（中央研究院 No. 004）的研究，臺灣社會的少子女化現

象最終會造成：人口結構失衡及家庭結構改變、在學人數減少並衝擊教育體系、勞

動人口減少並衝擊經濟發展，以及青壯年人口的撫養負擔增加（教育部等，2024，

頁 2-4；中央研究院，2011，頁 21-25）。簡言之，由於總生育率下降所導致的少

子女化和高齡社會的現象，對於未來的臺灣社會將造成極大的衝擊。

但這項藉由生育津貼來提升生育率的人口政策，面臨一些批評。簡言之，雖然

生育津貼在實證上確實有助於提升總生育率（據統計，生育津貼每提升 1 萬元，生

育率就會提升 0.1 人）（黃柏鈞、蔡欣潔，2023）；但僅靠一次性的生育津貼不足

以大幅提升總生育率（陳再晉等人，2018；尤智儀、李玉春，2016）。幾位研究

1	 參見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2024）。
2	 英國牛津出版社於 2022 年出版了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ation Ethics，顯見人口倫理或人口政策
倫理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次領域。

3	 這裡所涉及的是評價性（evaluative）和規範性（normative）的問題，而不是人口學或實證社會科學所
回答的經驗問題。因此，本文並非關於人口政策及人口現況的實證研究，而是去探究臺灣現行人口政

策的規範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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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指出，如何打造友善的生養環境（像是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和育兒津貼、公共化教

保服務等等）（陳再晉等人，2018），將生育和結婚進行脫鉤的政策規劃（葉明

叡、劉豐佾，2020），以及改善社會整體的勞動條件及性別不平等等宏觀因素（郭

祐誠、林佳慧，2012；謝銘逢，2015），都影響著適婚人口進入婚姻及生育的選

擇。僅靠生育津貼的人口政策一方面可能未能有效達成良好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

本文關注的是，我國政府還必須說明為什麼在世界人口過剩和全球氣候變遷影響之

下，仍有制定提升生育率的人口政策的必要性。這是典型的政策規範性問題。

為什麼在世界人口快速增長的情況下（從而消耗更多的自然資源，全球溫室氣

體排放總量持續上升，甚至產生貧窮和資源不均等問題），我國政府提升生育率的

人口政策仍有其政策正當性；這是本文嘗試要回答的規範性問題，並嘗試與西方主

流人口政策倫理的三個重要立場進行對話。本文認為，在制定人口政策時也存在著

其他重要的價值面向值得我們一併省思。據此，我從人口政策倫理中三個主要的規

範性立場來檢視臺灣現行人口政策的規範性基礎，它們分別是：強制性的疑慮、生

態主義與不公平論證。政策強制性的疑慮擔心人口政策是否有操控或是侵害個人自

主性的問題；生態論證在乎人口政策是否會違背生態系的存續及完整性的問題；不

公平論證考量的是：將生養孩童的成本公共化會對那些選擇不生育的人來說產生不

公平的問題。本文將依序檢視這三個規範性立場是否成功地對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構

成挑戰。而本文的結論如下：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沒有操控或是侵害個人自主性的疑

慮，同時它不必然悖於溫和生態主義，最後平等主義者所擔憂的生養成本分配不公

平的問題並不適用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據此，本文為臺灣現行人口政策在人口政策

倫理及政治哲學上的疑慮進行辯護，藉此強化該政策的規範性基礎。
4

本文的安排如下。我在第貳節中先界定臺灣現行人口政策，並依據助推

（nudging）理論的討論來檢視該政策是否存在操控或是侵害個人自主性的疑慮。

第參節和第肆節分別探討並答覆生態論證以及不公平論證。第伍節是結論。本文的

論證結構如表 1 所示。

4	 本文將臺灣（及東亞社會）促進生育率的人口政策，與反對增加人口或提升生育率的西方人口政策倫

理進行一個對話。因此，本文無意探究臺灣當前人口政策背後的政策規劃及實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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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論文論證結構說明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貳、界定臺灣現行人口政策：侵害個人自主性的疑慮與助推理論

廣義來說，人口政策是指意圖去影響「人口模式」（ t h e  p a t t e r n  o f  a 

p o p u l a t i o n）的措施，這裡的人口模式包括了規模、族群分布和地理擴散

（Andersson et al., 2021, p. 5）。企圖影響人口規模的政策包括了育人、移民及攬

才等面向，本文聚焦在育人的人口政策上，特別是民國 107 到 113 年間的人口政

策。
5 我國行政院於 2018 年 7 月公布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1 年）（核定

本）。
6 該計畫整合了十個部會，涵蓋「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量」、「建置準公共

化機制」、「擴大發放 0-4 歲育兒津貼」、「友善家庭的就業職場」、「兒童健康

權益與保護」、「友善生養的配套」等六大面向。

其政策綱領依照於民國  103 年修訂的《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該綱領

「倡導適齡婚育、尊重生命價值、提升人口素質、打造合宜勞動環境與條件、落實

性別平等意識等理念與方向以期維持合理人口結構，並啟動各項鼓勵婚育政策，由

相關部會積極推動」（教育部等，2018，頁 7）。以及於民國 102 年修訂的人口

政策白皮書，該白皮書「提出提升婚姻機會與重建家庭價值、健全生育保健體系、

建構平價優質多元且近便幼兒教保體系、提供育兒家庭經濟支持措施、營造友善家

庭之職場環境、落實產假及育嬰留職停薪措施與強化兒童保護體系家庭之職場環

5	 如果之後我國人口政策的方向大體不變，藉由鼓勵生育的非強制性政策手段來促進生育率，那麼我預

設本文的立論將持續適用。可是，如果我國人口政策之後改成維持或是減少生育率、或是採用強制性

的政策手段時，本文的立論將不再適用。
6	 我國政府出版的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自 2018 年之後有過幾次修改。本文僅能追溯至 2024 年的版
本。

檢視臺灣現行提升生育率的人口政策之規範性基礎

檢視臺灣生養孩童的成本公共化是否有不公平的疑慮

檢視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是否有操控及侵害個人自主性的疑慮

檢視臺灣提升生育率人口政策是否有違背生態主義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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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落實產假及育嬰留職停薪措施與強化兒童保護體系等等 7 項政策目標⋯⋯進

而提高生育率」（教育部等，2018，頁 7-8）。最後是家庭政策以及《性別平等政

策綱領》中所倡議的「『全人關懷出發，落實性別正義』的基本理念下，主張落實

性別正義的人口政策，提倡平價、優質及可近性的托育服務，建立完整的兒童照顧

體系，並破除性別歧視，促進婚姻制度中的性別平權，尊重多元文化差異下打造友

善婚姻移民的環境，建構全人的家庭照顧機制以回應多元化的家庭型態」（教育部

等，2018，頁 8）。顯見，我國人口政策之規劃從一開始就納入了性別正義及兒童

權益的考量。

除卻上述的綱領原則之外，具體來說，我國行政院於 2024 年 8 月公布修正版

的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4 年）（核定本）。 7 其中，最重要的三個政策

目標是：「確保嬰幼兒的照顧品質與健全成長」、「性別公平」以及「提升生育

率」（教育部等，2024，頁 22）。讓我依序說明四個具體的政策目標。就「提升

生育率」來說，該計畫以「0 至 2 歲」及「2 至 6 歲」幼兒為對象，「推動公共化

（如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準公共化（政府與私立幼

兒園合作）政策，及擴大發放育兒津貼等措施，運用多元方式，減輕家長育兒負

擔，以達提升生育率之目標」；期望在 2030 年將我國總生育率回升到 1.4（教育

部等，2024，頁 22）。8 就「實現性別平等」來說，我國政府希望打造友善的家庭

和職場等生養環境，減輕照護壓力，避免因家庭照護需求而退出職場的性別不平等

問題，進而提升生育意願（教育部等，2024，頁 22）。9 就「減輕家庭育兒負擔」

來說，「0-6 歲國家一起養」以「加速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量」（從民國 107 至 

113 年累計提供 10,638 個托育名額，至民國 113 年累計增設公立或非營利等公共

化幼兒園達 3,000 班），「以準公共機制補充平價教保」以及「輔以育兒津貼達到

全面照顧」；最後是「提升嬰幼兒照顧品質」（教育部等，2023，頁 23）。10 總

結來說，不論是 2018 年還是 2024 年的版本，都以提升生育率為首要政策目標。

具體來說，這包括促進更友善、更性別平等的生養環境（在家庭和職場上的友善待

7	 兩個版本之間的實質差異不大，主要區別在於幼兒教育照顧「2 至 5 歲」延伸到「2 至 6 歲」，並且
在第五章的「兒童健康權益和保護」中增加優化兒童醫療照顧措施。除此之外，如果我們對照兩個版

本的目錄和內容，會發現 2024 年版本和 2018 年版本之間沒有根本政策方針上的重大差異，只有政策
目標數字和統計數據上的差異。

8	 2024 年版與 2018 年版在此唯一的差別是從「2 至 5 歲」改成「2 至 6 歲」。
9	 兩個版本之間在此並沒有任何語句更動。
10	就這個部分來說，2024 年版補充了從民國 107 年迄今的建置數量，但基本方針並無任何改變，除了政
策對象從「2 至 5 歲」改成「2 至 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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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並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量以及生育兒津貼等政策來減輕家庭照護負擔，避免

可能承擔照護需求的家庭成員因不得不離開職場，從而降低生育意願或不願進入婚

姻之中。

上述是我對於臺灣現行人口政策的界定，接續讓我檢視挑戰該政策的第一個規

範性異議：即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是否涉及操控或是侵犯了個人自主性的疑慮。

一、強制與非強制性的人口政策劃分

在人口政策倫理的討論中，人口政策的強制與否是證成政策正當性的一個重

要指標。若是政府藉由立法強行限制人民的生育自由（不論政策內容是禁止生育或

是強迫生育），這就構成了一種極度侵犯個人自由的人口政策。強制性的人口政策

手段包含了罰款、強制墮胎或是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等不同程度的措施。可以想見，

在一個高度崇尚個人自由的憲政民主政體中，絕大多數的強制性人口政策手段幾乎

是無法得到證成的。
11 這裡的關鍵是：在一個珍視個人自由的國度中，政府必須

有非常強烈的理由才得以證成限制公民們生育自由的人口政策。在人口政策倫理的

討論中，「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堅決反對任何強制性人口政策；他們

甚至會質疑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也存在侵犯個人自由的疑慮。自由至上主義把個

人權利視為最重要的價值，進而反對所有強制性的人口政策（亦即在未經你同意之

下，侵犯你個人自由或權利的政策）。依照自由至上主義者的定義，臺灣現行鼓勵

生育的人口政策「初步看來」（prima facie）不屬於強制性政策。因為該政策是藉

由津貼補助、打造友善的生養環境以及促進性別平等的手段來鼓勵生育。這些政策

措施本身並不直接限制公民們的生育自由，並不限制生育的數量以及生育與否的個

人自由。若是如此，該政策在上述意義上便屬於非強制性人口政策。然而，有論者

認為，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雖然不直接介入公民們的生育自由，卻是一種藉由津貼

獎勵來進行操控的政策手段。因此，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也可能存在著侵犯個人自

主性的問題。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是否存在操控或是侵犯個人自主性的疑慮是本節的

問題意識，接續讓我們從四種不同的政策類型來界定臺灣現行人口政策的非強制特

性。

Hickey 等人（2016, p. 853）在低強制性和高強制性風險的光譜中，區分了

四種政策類型（由低強制性到高強制性來進行排序）：「增加選擇」（choice 

11	雖然在極端情況下是可能的，例如為了減緩全球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強烈負面影響，各國決定立法限制

公民們的生育上限，甚至禁止生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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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 h a n c e m e n t）、「調整偏好」（p r e f e r e n c e  a d j u s t m e n t）、「給予激勵」

（incentivization）以及「強制」（coercion）。從我在上面對於臺灣現行人口政策

的界定來看，它屬於給予激勵的政策，稍微靠近調整偏好的手段，但與增加選擇和

強制基本無關。因此，我們可以先行排除關於強制的討論，因為該政策不涉及直接

限制人們的生育自由。接著，我們也可以排除增加選擇的討論，因為增加選擇通常

是藉由增加選項的方式來減少生育率，像是在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的教育近用權和

平等的資源可以減少過高的生育率（Hickey et al., 2016, pp. 854-856）。這類藉由

增加選擇來減少生育率的政策手段，與臺灣現行人口政策的脈絡及目的截然不同，

因此它與我們的論旨無關。接續是，臺灣現行人口政策與調整偏好雖然非常接近但

可能不是同一回事，原因如下：調整偏好是指藉由改變文化規範、影響人們的信

念和欲求，並且最終是以減少生育率的方向來改變個人的生育行為（Hickey et al., 

2016, p. 858）。例如，我國政府在 1970 年代全面施行的家庭計畫，就是藉由「兩

個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樣好」的政策宣傳來影響人們的生育行為和生育信念，

從而減少生育率、完成人口轉型的過程（陳玉華、蔡青龍，2011，頁  163；郭文

華，1998）。但是這種方式與臺灣現行人口政策並不吻合，因為至少在我國少子女

化對策計畫（107-114 年）（核定本）並未提及我國政府打算藉由改變文化規範的

方式來影響人們的生育行為，像是創造另一個深入人心的政策口號來提升生育率。

因此，雖然給予激勵和調整偏好這兩種政策手段看似十分接近，卻不是同一回事；

給予激勵是藉由增加或減少行為成本來影響或控制人們的行為。若是如此，讓我們

這樣界定臺灣現行人口政策的性質：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是一種藉由減少生育及養育

成本的方式來促進生育率的激勵性政策，它是一種藉由給予正面獎勵的方式來鼓勵

生育選擇的助推政策。可是，為什麼臺灣現行人口政策屬於助推政策呢？

Thaler 與 Sunstein（2023, p. 31）在推力：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決

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一書中，提出了助推的概念，助推指得是藉由設計選項的

方式來有效地改變人們行為的作法。舉例來說，交通道路標線的規劃方式就是一種

涉及選項設計的議題。英國政府藉由減少道路的幅寬來減少超車的機會，或是在接

近人行道和人口稠密地區的道路上設置不同的標線來影響駕駛的認知，就是一種減

少車禍事故率的選擇設計。或是在新型汽車的出場設定上，大燈通常被設定在自動

開啟（白天自動開啟日行燈，晚上自動開啟大燈），進而減少因為忘記開燈而造成

的車禍事故率。這也是一種典型的助推政策。因此，即使英國政府並沒有限制人們

開車與否、或是前往任何地方的自由，這類助推政策是一種藉由調整選擇結構進而

左右人們的行為和決策過程的非強制性手段。但有論者認為：這些助推政策設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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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立意良善，卻減損了人們的自主性，因為它藉由設計選項來操控人們的行為。同

理，臺灣現行人口政策也是一種助推政策，它藉由提供生養津貼並打造友善的生養

環境來鼓勵人們選擇生育。雖然該政策沒有直接（物理地）干預人們的生育自由，

卻似乎藉由鼓勵生育選擇的方式來操控人們的行為。若是如此，即便採取助推的公

共政策並不涉及直接的強制手段、尊重人們的選擇自由（只是選項被操作了），有

論者認為它們仍舊涉及操控並侵害人們的自主性。而在自由民主國家裡，一般認為

涉及操控並侵害個人自主性的公共政策是有疑慮的。臺灣現行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

因此需要證成它沒有操控及侵害個人自主性的疑慮，不然我國政府就需要提供更強

烈的理由去證成該政策的正當性。接續，我將指出，臺灣現行人口政策並不涉及操

控，從而沒有侵害個人自主性的問題。

二、為什麼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沒有操控的疑慮

鼓勵生育的助推政策之所以會具有侵害個人自主性的疑慮，是因為它涉及了心

理操控的形式（Hickey et al., 2016, p. 860; Wilkinson, 2013, p. 342），即使這種心

理操控並沒有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糟。例如，臺灣在 1970 年代施行的「兩個孩子

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樣好」家庭計畫，其目的在於減少過高的生育率和重男輕女的

性別歧視。這項計畫並沒有限制人們的生育自由，同時臺灣社會顯然受益於這項家

庭計畫的實施。
12 然而，在操控的討論中，人們普遍認為：即使操控讓被操控者過

得更好，操控仍舊是錯的（Wilkinson, 2013, p. 345; Noggle, 2018, p. 168）。即便

影響人們行為選擇的助推政策並未讓人們過得更糟也不涉及強制，它仍然是一種心

理（或認知）操控。反對者主張，這體現了一種「家父長主義」（patriarchy）：

它灌輸了一種「都是為你好」的政策，藉由目的來證成操控的手段。同理，即使臺

灣現行人口政策最終產生了好結果，屬於非強制性的助推理論，我們仍然會因為它

涉及操控、侵害個人自主性，進而拒絕施行該項政策。

對此的初步回覆是：其一，這類看似涉及心理操控的助推政策並沒有隱蔽真實

資訊或是呈現錯誤訊息；若是如此，它們與涉及欺騙或圈套的操控手段就有所不同

了（Hickey et al., 2016, p. 860）。其次，幾乎所有的公共政策都旨在影響人們的

行為和偏好，只是政策的強度和手段不同（強制禁止、罰款、補助鼓勵、政策宣導

等方式）。如果我們堅持反對任何形式的操控並主張個人自主性的完美無瑕，這意

12	因為若是沒有施行這項家庭計畫的話，可以想見臺灣社會比現在更多的人口規模，可能會帶來更多的
貧窮問題以及較低的人均資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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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著我們必須反對絕大多數的公共政策。這個結論顯然是不具說服力的，因為即使

有些政策會影響人們的行為和偏好，我們仍然認為它們是可以接受的，像是夜間行

車要開大燈、強制納入健保體系等讓絕大多數人受惠的政策。個人自主性不總是一

個至高無上的價值，有時候我們必須影響人們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侵害個人自主

性，藉以實現一個讓絕大多數人受惠的政策。重點因此在於區分「與自主一致」的

政策影響以及「悖於自主」的政策影響（Wilkinson, 2013, p. 345）。

即便我們接受了施行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會影響人們的行為，問題的關鍵

在於：採用助推的公共政策什麼時候是操控、何時不是。對此，Robert  Noggle

（2018）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定義來檢視一項行為或政策是否涉及操控。他認為，

「操控是一種故意誘導他人產生任何錯誤的心理狀態—信念、欲求、情感、或是

任何你擁有的事物」（Noggle, 2018, p. 167，黑體字為作者強調）。例如，當某個

產品銷售員讓顧客錯誤地相信他需要某項產品或是誇大該產品的效用時，這就涉及

了操控；反之，如果該名銷售員讓顧客正確地相信他需要某項產品或是成比例地推

銷該產品的效用時，那就不涉及操控。據此，當我們讓特定的事實取得過多的重要

性或顯著性時，這就涉及了錯誤的心理（或認知）狀態。若是將上述對於操控的定

義加上助推理論之後，我們可以區分涉及操控的以及不涉及操控的助推政策：

一種顯著性助推不是操控的，如果它是透過使某些事實的顯著性與其實際

的重要性更加一致來影響人們的選擇的話。一種顯著性助推是操控的，如

果它在影響人們的選擇時，並沒有使得任何事實的顯著性與其實際重要性

更確切地吻合的話。（Noggle, 2018, p. 168）

據此，如果一項政策所凸顯的事實，其重要性與該事實本身的實際重要性是一

致的話，該政策就不涉及操控。例如，當政府在香菸盒上宣達抽菸之於健康的影響

時，並未過度或是不成比例地凸顯抽菸所造成的健康風險的事實時，該政策就不涉

及操控；反之，如果宣達的事實本身是錯誤的或是超過比例的話，該政策就涉及了

操控。因此，一項助推政策是否涉及操控取決於，該項政策所偏好或強調的選項本

身是否符合它相應的、成比例的重要性或顯著性。如果相符的或是成比例的話，它

就不是操控；如果不符合，它就是操控。此外，在操控的討論中普遍認為：操控之

意圖是操控的必要條件（Wilkinson, 2013, p. 345; Noggle, 2018, p. 168）。因為若

操控是一種有意為之的控制行為，意圖就是一個必要條件。綜合來說，我們可以由

操控的意圖、錯誤的心理狀態，以及結果來判斷一項公共政策或是一項行為本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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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涉及操控：

表 2  
四種可能涉及操控的類型

意圖 錯誤的心理狀態 結果 是不是操控

（a） 有 有 好／壞 是

（b） 有 沒有 好／壞 不是

（c） 沒有 有 好／壞 不是

（d） 沒有 沒有 好／壞 不是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由四種可能涉及操控的類型中我們可以看到，只有（a）涉及操控。因為滿足

了操控的意圖和成功給予錯誤的心理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不論結果對於被操控的

人來說是好、是壞都屬於操控的範疇內。即便操控者成功地讓被操控者取得最佳的

客觀利益，這仍然是一種操控的形式，一種典型的家父長主義。其次，當一項助推

政策誘使人們相信或是選擇某個與其重要性相符的選項時，因為該政策並沒有涉

及錯誤的心理狀態，所以就落入（b）的範疇中。（b）不屬於操控，但（b）是一

種有操控的意圖但卻沒有成功給予錯誤的心理狀態的失敗案例。（c）則是一個特

殊的類別，因為即便沒有操控的意圖但卻成功地給予錯誤的心理狀態；在這種情況

下，比較算是誤導他人而不是有意為之。例如，因為錯誤地相信施打疫苗無助於防

疫，所以向周遭的人散播這種說法，最終造成其他人錯誤的認知狀態。（c）比較

是無意為之的錯誤資訊傳播而不是一種操控。（d）則在我們的討論範圍之外。據

此，「操控的意圖」及「錯誤的心理狀態」各別是操控成立與否的必要條件，而結

果好壞則不是。現在，我們得以判斷臺灣現行人口政策作為一種助推政策是否涉及

操控。

首先，相較於持續目前如此低度的生育率來說（例如，2022 年臺灣的總和生

育率為 1.08（人）），提升目前的生育率顯然—讓我們暫且假設—對整體社

會來說是有利的。如果該項政策成功達成目標的話，顯然會造成比較好的結果。

但是，即便如此，上述的討論告訴我們，結果好壞不是判斷它是否涉及操控的必要

條件。其次，在前述的人口政策計畫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提升生育率是我國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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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目標。這意味著推行該項人口政策存在著強烈的政策意圖。
13 最終，決定臺

灣現行人口政策是否算是一種操控取決於，該項助推政策本身是否給予了一種錯誤

的心理狀態。這取決於我國政府有沒有過度或是不成比例地凸顯生育選擇的實際重

要性。以至於，該政策會讓其目標群體誤以為生育本身是一個真正的好選擇，或是

讓他們高估了生育選擇本身的實際重要性。在此，問題移轉至我們該如何決定何謂

一個事實或選項的實際重要性。對此，Noggle（2018, p. 168）的建議是，在公共

政策的問題上，我們最好盡可能地聚焦在真正的錯誤心理狀態上，而不是政策制定

者主觀認為的錯誤心理狀態上。所以我們不去問該項政策的制定者的主觀認知是

什麼，像是他們認為生小孩是壞的但政府卻鼓勵生育的話，便涉及了錯誤的心理狀

態。反而要問的是，客觀來說生育選擇的實際重要性是如何。

接續，我將提供兩個關鍵理由來說明為什麼我認為臺灣現行人口政策並不涉

及操控。首先，我認為，我們很難去證明臺灣現行人口政策高估了或是不符比例的

強調生育選擇的實際重要性。一方面，我們幾乎無法實證的建立生育選擇本身的實

際重要性。生育選擇並不像抽菸喝酒一樣有著大量的實證研究證明其有害健康或是

不好。但我們幾乎無法實證的證明生育比不生育更好，或是生兩個小孩比生一個小

孩更幸福。無法建立生育選擇的實際重要性意味著，無法證明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是

否高估了或是不成比例的強調生育選擇的實際重要性。但另一方面，臺灣現行人口

政策實際上也沒有要跟其目標群體強調說，生育是一個重要的選擇。反而，就我對

該政策的理解來說，它比較是提供更好的生養環境、減少生育成本，讓原本就有生

育意願但因為生養條件不足進而打退堂鼓的人們，更有能力和意願去生育及扶養孩

童。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沒有給予錯誤的心理狀態，也因此在 

Noggle 的操控定義上，該政策不屬於操控性的助推政策。這是第一個關鍵理由。

其次，另一位學者 T. M. Wilkinson（2013）則建議，當一項政策有「退出條

款」（an escape clause）時，就不算是操控了。這是因為，當政策制定者誠摯地

希望那些認為某項助推政策並不適合自己的目標群體、或是格格不入的人們選擇

退出時，政策制定者就沒有打算強制施加它們的意志（Wilkinson, 2013, pp. 351-

352）。而當政策制定者在一項公共政策中並未提供人們選擇退出的條款或可能性

時，這類政策就可能涉及操控並侵害個人自主性了。但是我認為 Wilkinson 的建議

是不完備的，因為並非所有政策都採用了退出條款的預設。他預設了所有公共政策

13	或是讓我們假設，我國政府有強烈的意圖要去操控或影響人們的生育行為。即使如此，我仍將論證

說，該政策不涉及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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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先把目標群體全部涵蓋在內，再提供人們「選擇退出」（opt-out）的條件。然

而，有些公共政策則是要求目標群體必須「選擇進入」（opt-in），不然就不會受

到該政策的影響。例如，臺灣民眾必須主動同意其健保資料可以被研究單位用作學

術研究，不然系統預設是民眾的健保資料不能在未經同意之下用於學術研究。在這

種情況下，退出條款的建議就不適用了，因為打從一開始民眾就被排除在影響範圍

之外。
14 但是不論是允許目標群體選擇退出的政策，或是要求目標群體必須選擇進

入的政策，兩者都尊重了個人的自主性。只是前者需要主動表示不同意，後者需要

主動表示同意，但表示個人意願才是保全個人自主性的關鍵所在。而我認為，臺灣

現行人口政策屬於後者，它需要人們選擇進入才給予生育補助。我國政府提供的生

育津貼補助都是需要向地方行政機關申請才可以取得，亦即你必須主動表示同意才

會得到政策補助。
15 該政策因此屬於選擇進入而不是選擇退出的政策類型。這是第

二個關鍵理由，想要領取生育津貼者必須積極表示同意才行。

基於上述的兩個關鍵理由（並未強調生育選擇的實際重要性，以及需要選擇進

入才給予生育補助），我認為臺灣現行人口政策並不涉及操控，沒有侵害個人自主

性的疑慮。因此，第一個異議並未成功動搖該政策的規範性基礎。接續讓我檢視第

二個異議：生態主義。

參、生態論證

馬爾薩斯曾經擔憂糧食的線性成長跟不上世界人口的指數成長（Coole, 2016, 

pp. 276-279）。如今，西方人口政策倫理長期以來的核心關懷是：世界總人口數的

不斷增長，消耗更多的地球資源，排放更多的溫室氣體，造成更多的貧窮以及人道

和生態危機。在這些憂慮之下，臺灣現行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顯然悖於這個主流立

場。如果臺灣總人口數緩步下降使得人均資源增加，減少臺灣溫室氣體排放量，
16 

那麼臺灣現行人口政策顯然需要得到進一步證成。從主要的臺灣人口報告書中我

們可以看到，減緩少子女化對臺灣社會帶來的負面衝擊是一個關鍵的政策理由。

然而，不論在中央研究院（2011）的人口政策建議書（中央研究院 No. 004）或是

14	當然，如果政策要求你選擇進入時才會被涵蓋在內，卻又允許你隨時可以選擇退出的話，這是一種更

加尊重個人自主性的政策。
15	請參見我國各地方行政機關的申請公告及說明。
16	 Hilary Greaves（2019）正確地指出，減少人口總數只會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率，但不會減少長期積累
的世界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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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部等部會（2024）共同撰寫的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4 年）（核定

本）中，都未曾提及維護生態價值的立論，更遑論回覆西方人口政策倫理的眾多擔

憂。接續，我將檢視臺灣現行人口政策與生態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並論證該政策

並不必然悖於溫和的生態主義。

一、生態主義與生態論證

一般在制定政策時，人類的權益及福祉是焦點所在，有時可能會延展到其他非

人動物身上。但「以生態為核心的道德理論」（ecocentric moral theories）認為，

所謂的生態整體，包括生態系、物種和「生物群落」（biotic communities），擁

有直接的道德地位（direct moral standing）（Andersson et al., 2021, p. 8）。這意

味著，除卻許多人類／非人動物的核心價值，諸如自主、福祉、幸福和效益等等之

外，與生態系整體相關的價值，諸如生物多樣性、生態體系的完整性、美麗和穩定

性等等，有著跟人類／非人動物的核心價值類似或相同的道德地位。簡言之，生

態系本身就具有價值，不論它們是否能促進人類的福祉，這就是生態主義的基本立

場。因此，當公共政策與生態問題產生關聯時，就必須將這些生態價值與其他人類

中心的價值一併納入考量。而生態主義在評價公共政策的對錯時，便取決於該項政

策本身如何影響上述那些與生態系相關的價值（Andersson et al., 2021, p. 9）。17 

譬如，在 2021 年的臺灣公投中，公投正方將維護大潭藻礁生態作為一個主要的價

值及政治訴求。又譬如自 1994 年公布《環境影響評估法》之後，各種開發行為便

需要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才能動工。顯見，在制定與生態環境相關的公共政策時，把

生態價值納入考量在臺灣的脈絡中已行之有年，甚至入法成為政策規範。如果要說

生態主義的立論在臺灣的脈絡中是不切實際的或是曲高和寡的話，這顯然與政策現

實不符。

然而，生態主義經常受到挑戰。首先，光是生態系本身具有直接道德地位或

是等同於人類的道德地位就充滿爭議。而回覆這類爭議的作法是主張生態體系擁

有「道德可考量性」（moral considerability），亦即非人動物和生態系具有某些

利益需要我們納入考慮，而危及這些利益的行為或政策初步看來是錯的（Cahen, 

1988）。然而，即便我們同意非人動物和生態系具有道德可考量性，甚至是與人類

價值同等的道德地位，人口增長所導致的全球氣候變遷是否真正傷害生態系的利益

17	不同的政策情境會產生不同相關的生態價值考量，澳洲政府可能會基於大堡礁的美麗而保護大堡礁的

存續，在其他情境中例如基於生態多樣性的理由進而保護無尾熊和袋鼠的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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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個持續爭論的議題。Clare Palmer（2011, pp. 276-279）對全球氣候變遷是

否真的傷害了生態系提供了綿密的檢視，她認為全球氣候變遷對物種存在著正面和

負面的影響。雖然她承認在某些情況下全球氣候變遷對生態系造成傷害，但認為難

以區分生態系是因為全球氣候變遷才受到傷害，還是產生改變而已（Palmer, 2011, 

pp. 279-283）；同時，全球氣候變遷的不確定性也讓我們難以評估個別物種所受到

的正面和負面影響（Palmer, 2011, pp. 283-290）。此外，也有論者認為人類和環

境的二元區分是人為的，為什麼是用人與非人，而不是用蝴蝶／非蝴蝶來進行邊界

劃分（Vogel, 2016）。18 但即便生態主義的立論充滿爭議及不確定性，有鑑於生態

主義在人口政策倫理和全球氣候變遷議題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們仍有必要對其進行

回覆，以求周到。

在此，我們可以簡單區分兩種生態主義的立場：基進和溫和的生態主義

（Callicott, 2013）。著名的基進生態主義者  Aldo Leopold（1989）在其著作中主

張，「當一件事傾向於維護土地社群的完整性、穩定性和美麗時，它就是對的。如

果它傾向於其他方向，就是錯的」。相對於極端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即任何事

物僅因其與人類有關而有價值—基進生態主義則主張：任何事物的對錯僅取決於

它對生態系相關價值的影響。以至於基進生態主義者可能會主張，如果大量減少人

口可以維護上述生態系價值，那麼限制個人生育自由，甚至人類大規模滅絕等等，

都會因為有益於上述價值而應該被實行。這類激進思考可能會在某些極端情境下盛

行；但我認為並假定，基進生態主義顯然不是目前臺灣社會中的主流立場，反而溫

和生態主義會是多數人贊同的立場。

溫和生態主義認為，人類和生態系同樣具有直接的道德地位，因此人類的福祉

以及生態系價值都必須被納入考量（Andersson et al., 2021, p. 9）。譬如知名的生

態哲學家 Arne Naess 與 George Sessions（1984）在其〈深層生態原則〉的第 1 條

原則便主張：（一）「地球上人類和非人類生命的福祉和繁榮本身就具有價值（同

義詞：內在價值、固有價值）。這些價值獨立於非人類世界對人類目的的有用與

否」。若是如此，公共政策的好壞對錯就取決於如何在人類和生態價值之間取得平

衡。這樣的立場意味著，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我們必須在人類價值和生態價值之間

進行取捨，不會有一種價值總是占據上風。接續，我將聚焦在溫和生態主義會如何

看待臺灣現行人口政策，並論證該政策與溫和的生態主義不必然是互斥的。

18	關於如何區分人類和自然（環境）的概念探討，參見 Kimberly K. Smith（2016）和 Samantha Fros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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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現行人口政策不悖於溫和的生態主義

如果對於基進生態主義者來說，任何人口增長都會直接地或間接地影響生態系

的存續，從而根本上反對任何促進人口增長的政策，那麼溫和生態主義者會倡議什

麼樣的人口政策呢？Naess 與 Sessions（1984，黑體字為作者們的強調）的〈深層

生態原則〉的第 2 到第 4 條原則認為：

（二）生命形式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有助於實現上述價值，並且其本身也有價

值；

（三）人類無權減少這種豐富性和多樣性，除非為了滿足關鍵需求（vi ta l 

needs）；

（四）人類生活和文化的繁榮與人類人口的實質減少是一致的。非人生命的繁

榮需要這種減少。

這 3 條深層生態的原則標誌了溫和生態主義在處理人口問題時的主要方向。首

先，如前所述，溫和生態主義要在人類和非人生態之間取得價值平衡；其次，有鑑

於人類福祉的存續和多樣性也是重要價值，所以只有在為了滿足「關鍵需求」時，

才能夠減少生態系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最後，Naess 與 Sessions 認為人類可以在較

低的人口基數下過著繁榮的生活（因為人均資源上升）。這樣的說法相信是大多數

人都可以接受的，但這些主張仍有許多模糊不清之處。

第 2 和第 3 條原則認為，人類和生態價值之間需要取得衡平係因兩者本身都

具有價值，並且人類可以在滿足關鍵需求時減少這類價值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但問

題在於第 3 條原則，這條原則開放了在滿足人類關鍵需求時，可以減少上述價值

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亦即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消耗自然資源或是減少生態價值的多

樣性與豐富性。但一個關鍵點在於，何謂關鍵需求？Naess 與 Sessions（1984）在

第 3 條下方註釋說道：「『關鍵需求』一詞被刻意模糊，以便在判斷上有極大空

間」。對於生活在熱帶雨林的人來說，河水可能就能滿足他們的關鍵需求，但對於

其他國家的人們來說，潔淨的水源才能滿足他們的關鍵需求。何謂滿足關鍵需求其

實存在著很大程度的詮釋空間，包括了什麼算是需求，以及什麼樣的需求才算關鍵

等問題。對都市人來說，開車不算是關鍵需求，因為便捷的大眾運輸就能滿足交通

需求，但對於生活在廣袤土地上的人們來說，開車就是關鍵需求。據此，我們可以

說，溫和生態主義允許極大程度上的人類關鍵需求的滿足，從而如果地球資源允許

譬如 150 億人的關鍵需求得到滿足的話，那麼，如此巨量的世界人口數也絲毫不

悖於第 2、第 3 條原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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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 4 和第 5 條原則為上述的可能性蓋上蓋子，第 4 條原則主張減少人口總

數可以帶來人類價值和生態價值的繁盛，而第 5 條原則認為：

（五）「現在人類對於非人世界的干預是過度的，而且情況正急遽惡化。」

（ibid.）

因此，即便第 2、第 3 條原則看似開放了人口增長的政策（只要該政策滿足

人類關鍵需求的話），第 4 和第 5 條原則實則認為現行世界人口數過多，人類對

自然界的汲取超越了關鍵需求的滿足，從而倡議一個抑制總人口數成長的政策方

向。
19 若是如此，溫和的生態主義看來會反對臺灣現行人口政策。但這個結論得出

的太快了，因為決定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是否悖於溫和生態主義的主張需要其他相關

的經驗論據來佐證。

綜合來說，人口規模不是決定人口政策是否符合溫和生態主義的唯一因素

（Andersson et al., 2021, p. 10; Coole, 2016, p. 284; Kolk, 2022, pp. 468-476）。

譬如，當人口總數量維持不變，但人均消耗資源和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那麼即便

一個國家維持固定的人口數，也會更加符合溫和生態主義所倡議的滿足關鍵需求的

要求。其次，科技發展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譬如，一個國家因為科技發展而使得人

均消耗資源或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即便最後人口規模上升，這個國家對生態系的

綜合影響可能與之前是相同的。若是簡單地把科技發展跟人均消耗資源量納入考量

後，
20 我們會發現，人口規模只是人類影響生態價值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而已。若

是如此，溫和生態主義是否會反對某個國家的人口政策（不論是增加或減少人口規

模），實際上取決於最後加總來說的影響會是什麼的實證問題上。這意味著溫和生

態主義可以允許各種人口政策：增加人口規模、維持人口規模，或是緩和人口下降

等等。只有在缺乏其他可行手段時，它才會採用非常限縮的人口政策來達到所欲之

目標。

若是如此，關於生態論證的初步結論是，溫和生態主義不必然會反對臺灣現行

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因為這還必須取決於臺灣人均消耗資源的指數和科技發展程

度之間的複雜關係。另一個關鍵點是：當我們檢視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所設定的生育

率目標時，會發現其所設定的生育率目標是十分合理的（1.4 的總生育率）。著名

的人口學者 Peter McDonald（2006）曾指出，總生育率高於 1.5 是一個比較好的

安全區域，這樣的生育率才不至於產生社會經濟發展的惡果。而臺灣社會與其他已

19	參見第 4 條和第 5 條下方的註釋。
20	這三個因素並非唯一的因素，而要強調人口規模僅是影響非人生態價值的一個因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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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國家一樣，面臨總生育率低於 1.1 的問題。我國政府藉由一連串人口政策來緩

和生育率下降的趨勢，冀求讓臺灣社會進入一個比較好的人口均衡點。這樣的政策

目標遠低於 McDonald 認為比較好的總生育率 1.5。據此，即使臺灣現行人口政策

是要提升生育率，但它也只是從非常低的基點向上提升到一個低於安全區域的生育

率，這樣的政策是溫和、合理的，也符合溫和生態主義的第 3 條原則中所敘述的關

鍵需求的要求。

臺灣現行人口政策嘗試減緩生育率下降對整體社會帶來的嚴重衝擊，譬如年金

破產、勞動人口下降、人口結構老化等等。總生育率 1.4 的政策目標是為了滿足臺

灣社會的關鍵需求所制定的合理政策目標。不論這樣的努力最終是否能達到成效，

都不悖於溫和生態主義第 3 條所倡議的：在滿足人類關鍵需求的前提下可以有限度

地汲取自然資源。這意味著，溫和生態主義是可以允許藉由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來

緩和人口劇烈下降的趨勢。因此我認為，在假定臺灣人均消耗資源和科技發展不變

的前提下，並且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所預設的政策目標仍是 1.4 的情況下，該政策是

符合溫和生態主義對於關鍵需求的要求。此外，目前看來總生育率 1.4 的政策目標

是難以達成的，因此臺灣現行人口政策並不悖於溫和生態主義所認為的保存生態價

值的主張。

反之，要證明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會違反溫和生態主義的話，至少需要證明下面

兩個主張為真：1.必須證明即便臺灣未來人口數會逐年減少，但因為人均消耗資源

和溫室氣體排放量上升，所以現行提升生育率的人口政策比起減少或維持生育率的

人口政策來說，對生態系產生了一個負面的綜合影響；2.必須證明為因應少子女化

所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諸如維持年金不破產，勞動人口數不下降，或是人口結構

老化帶來的社會負擔等等），這些社會問題都不算是關鍵需求或是不會影響人類福

祉。證明第一個主張可能比第二個容易一點，但需要大量的實證證據佐證；第二個

主張在我來看不太有說服力，因為很難相信年金破產、勞動人口下降對產業帶來的

衝擊，以及人口結構老化帶來的社會衝擊等等，都不會對溫和生態主義所在乎的人

類福祉帶來劇烈的負面影響。據此，我認為臺灣現行人口政策不必然悖於溫和生態

主義的主張，這取決於未來臺灣社會的人均消耗資源和溫室氣體排放量和科技發展

等其他因素的綜合影響。
21

21	一位審查人提出一個潛在的反對意見：他或她認為，生態主義者關切的是地球生態，理應是無國界的

思維，所以可能不會是從國家內部生育解決，更有可能是透過移民方式解決少子女化的問題。礙於文

章篇幅限制以及未能確認開放移民後的政策影響，我並沒有餘裕可以在此討論這個問題。但我確實認

為，東亞和臺灣社會的少子女化問題可以也應該要透過一個更開放的移民政策來部分處置，像是現在

日本政府的移民政策就廣納許多移民進入日本社會。感謝這位審查人的建議，更加開放的移民政策確

實是解決少子女化的一個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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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態主義之於臺灣現行人口政策的寓意

那麼，上述討論對於臺灣現行人口政策的寓意是什麼呢？首先，生態價值無

疑是任何具有國際視野的政府在制定人口政策時必須納入考量的因素，然而不論

在中央研究院的人口政策建議書（中央研究院 No. 004）或是教育部等部會共同撰

寫的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4 年）（核定本）中，都未曾出現相關的討論

和回覆。因此，我認為我國政府在之後進行人口政策規劃或撰寫報告書之時，有必

要就臺灣人口規模之於生態價值的影響提出相關的評估報告。其次，依據我國環境

部於 2024 年 6 月出版的 2024 年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指出，我國

在 2022 年的人均碳排量是 11.06 公噸（2024, p. 43），這與 2022 年全球人均碳排

量 4.7 公噸來說高出不少。22 如何藉由降低人均碳排放量、減少總溫室氣體排放量

來達到人類福祉和生態價值之間的平衡，是我國政府需要持續努力的方向。但另一

方面，臺灣社會逐年增加的電力需求，也讓總溫室氣體排放量並無顯著下降的趨勢

（環境部，2024, p. 17）。當能源政策、人口政策和減緩全球氣候變遷的責任彼此

交織時，如何制定出一個連貫通盤的政策，著實需要專家會議和民主參與來共同形

塑一個周延的政策規劃。最後，人口政策倫理一直是英美政治哲學和應用倫理學中

的一個核心議題，因為它間接影響了全球氣候變遷，而全球氣候變遷加劇將導致人

道危機（Caney, 2020; Cripps, 2015）。據此，當政府在考量和制定人口政策的時

候，不能只考慮人口衰退所造成的社會衝擊，也必須考量人口政策和全球氣候變遷

議題的關聯性。這是目前我國政府在制定人口政策時缺乏關注的規範面向。接續，

讓我們進入不公平論證的討論。

肆、不公平論證

在人口倫理或生育正義（procreative just ice）的討論中，一個由  Casal  與 

Wi l l i ams（1995 ,  2004）提出的著名論證是「不公平論證」（ t he  un fa i rness 

argument）。其所探討的問題是：當人們經過慎思後選擇生育，23 他們選擇生育後

所產生的生育和養育成本，應該要由他們自己完全承擔，還是應該由社會大眾來支

22	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於 2021 年出版的資料顯示，臺灣碳排放總量占全球
總排量的 0.83%，但人均碳排量是 12.8 公噸高於當年度全球人均碳排量 4.7 公噸不少。

23	個人也可以選擇生育但不進入婚姻，所以我不使用「父母」一詞。在有些情況下生育是非自願的或意

外的產物，這些情況也不在討論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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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問題。
24 這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有些人主張，基於公平的理由，選擇生

育的人們應該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要求公共補助生育和養育成本就是要求那些慎

思後選擇不生育的人們承擔其他人選擇生育的成本。或是，一個簡單的厘語是「各

人造業各人擔」，要別人為你的生育選擇負責是不公平的。不公平論證起始於這樣

直觀的思維。接續我將說明不公平論證背後所預設的一個遵循分配正義的理想社

會，以及不公平論證的論點和理據。並據此解釋為什麼臺灣人口政策所支持的生育

和養育成本的部分公共化並不會不公平。
25

一、不公平論證

不公平論證在乎公平與否的問題，而公平與否的問題在政治哲學的討論中跟

分配正義和「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是緊密連結的問題。26 其中的核心提

問是：何時以及為何社會不平等或社會劣勢（social disadvantages）是不公平的。

譬如，分配正義理論認為：一個都市富二代跟出生在偏遠地區弱勢家庭的小孩之間

的不平等是不公平的。又譬如，在做分組報告時，出三分力跟出九分力的人同分是

不公平的。綜合來說，過去二十年內，「運氣平等主義」（luck egalitarianism）

是當代最主要的分配正義理論。簡單來說，運氣平等主義是一種激進的機會平等主

義，它主張：任何「非經個人選擇的不平等或是劣勢」（unchosen inequalities and 

disadvantages）都需要消弭或是進行補償，像是社會背景跟個人稟賦；反之，當不

平等跟優劣勢只反映個人選擇的時候，就不是不公平的。舉例來說，運氣平等主義

者會認為大學入學只有在純粹反映了學生不同程度的努力時，才是公平的；反之，

如果一個人錄取臺大是因為他／她運氣好，擁有的高社經家庭背景、或是優異的天

賦（例如，IQ180），那這樣的結果是不公平的，因為優勢社會地位或是好的天賦

從來都不是反映了個人努力，反而是一個恣意偶然的結果。而任何分配正義原則都

不應該依據恣意的因素來進行社會資源的分配，不然就不是正義的了。

據此，我們可以假想一個依據某個分配正義原則來分配資源的理想社會。對不

公平論證的支持者來說（他們要求將生育和養育成本內部化，由選擇生育的人們來

24	本文不討論其他相關的問題，譬如補助的形式應該怎麼進行比較好，或是誰應該受到補助的問題，或

是育兒成本應該如何計算以及計算到什麼時候的問題。相關討論請見 Serena Olsaretti（2022, p. 413; 
2017）。

25	是部分公共化，因為並非所有生育和養育的成本都全權由政府稅收來進行支付。
26	分配正義原則的主要理論家包括 John Rawls、Ronald Dworkin、Amartya Sen、G.A. Cohen 和 Richard 

Arne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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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他們主要採取自由平等主義者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資源平等主

義」（resource egalitarianism）作為分配正義的原則。簡單來說，德沃金（2002, 

ch.2）邀請我們想像一群遭遇船難的人們到了一座資源豐富的無人島，且任何救援

在短期內都不可及；而他認為這群人會接受沒有人有資格擁有島上的任何資源，

反而所有的外部資源都應該要平等地分配給所有人。而德沃金認為這群人會接受消

弭任何恣意因素和厄運（brute luck）所帶來的不平等或劣勢的分配原則。總而言

之，我們只需要知道兩件事：其一，德沃金的資源平等主義藉由一連串的分配機制

來達到一個沒有人會嫉妒其他人所擁有的東西的分配結果，而他宣稱這樣的結果是

正義的（Casal & Williams, 1995, pp. 94-97; 2004, pp. 151-152）；其次，德沃金區

分了「厄運」跟「選擇下的運氣」（option luck）。27
「厄運」指稱那些「未經個

人選擇的因素」，包括了社會背景和天生稟賦；而「選擇下的運氣」可以理解為一

種雖然個人可以避免但是在慎思之後選擇投入的風險活動，像是投資理財或颱風天

登山。若是如此，這一群經過德沃金式資源平等主義分配過程的人們，他們遭受的

厄運會得到補償；反之，他們需要為自己慎思後作出的選擇負責。上述結合機會平

等主義及分配正義理論的立論就是當代分配正理論的主流立場之一。

不公平論證因此主張，在經過一個德沃金式的初始資源平等分配之後—其

中沒有人會嫉妒其他人所擁有的外部資源或內在稟賦，那麼，當這群人中的一部分

人決定生育後代的時候，不公平論證認為：那群決定生育的人們需要自行承擔生育

和養育的成本，因為決定生育的這件事是個人慎思後的選擇，其所產生的成本不能

也不該由其他人來承擔（Vallentyne, 2002, pp. 206-207; Clayton, 2006, pp. 69-70; 

Bou-Habib, 2013, p. 203; Casal & Williams, 1995, pp. 97-100; 2004, pp. 152-154, 

160-164; Caney, 2020, pp. 366-367; Olsaretti, 2022, pp. 413-415）。

那為什麼在這個理想情境中，要求生育和養育成本公共化（或是外部化）會是

一件不公平的事呢？我們可以看到，反對公共補助生育和養育成本的主要理由是：

在經過德沃金式的資源平等分配之後，生育是一種慎思後的個人選擇，因此基於公

平的緣故，其他選擇不生育的人們不需要為此負擔成本。尤甚者，因為我們肯定每

個新生兒對於外部資源擁有主張平等的資源分配的同等權利，因此每出生一個新生

27	我將 brute luck 翻成「厄運」而非常見的「偶然運氣」，係因運氣本來就是偶然的，「偶然運氣」的
翻譯似乎是個冗詞，也無法跟「選擇運氣」作出明確對比，更不是一目了然的中文。反之，「厄運」

這個詞彙精準的捕抓了 brute luck 所指稱的命運無常。但需要注意 brute luck 可以是好的或壞的，「厄
運」雖然適切的捕抓了 brute luck 所欲傳達的命運無常，卻只強調壞的那一面。但無常命運也可以有
好的一面，像是得到樂透頭獎便是一種好的命運。這個分類是德沃金提出的，見其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的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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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其他已經存在的人們所擁有的資源就會減少（因為要分配給新生兒）。因此，

不公平論證的部分支持者認為，生育者要拿出自身擁有的資源給嬰兒，而不是由其

他人一同分擔嬰兒的那份資源（Casal & Williams, 1995, pp. 98-99）。由此，我們

可以說，在經過一個德沃金式的資源平等分配之後，人們的生育選擇會對其他人產

生負面外部性，亦即當我們將生育成本外部化時，慎思後選擇不生育的人們所享有

的資源就減少了（Casal & Williams, 1995, pp. 109-110）。不公平論證因此認為，

當我們在理想社會中消弭了近乎所有不公平的不平等之後，生育與否是一種個人選

擇，而個人應該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所以生育和養育成本需由生育者自行承擔。

二、為什麼臺灣現行生育政策並不會不公平？

即便不公平論證在理論上是很有道理的說法，但我認為它並不適用於臺灣現

行的人口政策上，理由有二。第一個理由是，現實世界（特別是臺灣社會）並未

經歷過德沃金式的資源平等分配，或是其他我們可以稱呼為理想的分配正義機制。

因此，不公平論證的批評並不適用臺灣現行人口政策，因為「理想情境」（ideal 

circumstance）和「非理想情境」（non-ideal circumstance）之間的落差很大。

而 Casal 與 Williams 也明確地註明不公平論證並不適用於非理想情境（Arneson, 

2014, p. 12）。在實際的臺灣社會中，仍有許多人遭受機會不平等和厄運，人們因

為他們不應得的社會背景和自然稟賦承受不公平待遇。這是為什麼我認為在臺灣社

會中生育和養育成本公共化並不會不公平，因為藉由生育及養育成本公共化，我們

可以間接補償因為厄運所帶來的社會不平等。

第二個理由是，即便臺灣社會經過了德沃金式資源平等分配的機制，我仍然認

為生育和養育成本應該公共化，並且這不會造成不公平的問題。這是因為臺灣所面

臨的少子女化處境即將造成很多政治經濟社會面向的衝擊，這包括學校生員不足、

勞動人口減少、高齡人口比例增加、財政和年金負荷等等問題。
28 不公平論證討論

的基礎在於，個人的生育選擇會造成社會負面外部性，因為每多一個小孩，在理想

的正義社會中，每個人所能分到的資源就會減少。但臺灣社會（與東亞社會）所面

臨的狀況是，生育率下降帶來嚴重的負面外部性，從而在臺灣目前的處境中，更多

的新生兒、更高的生育率反而會產生正面的外部性，亦即有適當的人口基數來分擔

社會運作的成本。在 Casal 與 Williams（2004, pp. 160-161）的討論中明確指出，

28	參見中央研究院（2011）的人口政策建議書（中央研究院 No. 004）以及由教育部（2024）領銜多個部
會共同撰寫的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4 年）（核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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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嬰孩出生會產生正面外部性的時候，不公平的訴求並不迫切。因為即便在未來

二、三十年中，選擇不生育的人們必須藉由稅賦制度來分擔其他人的生育選擇所產

生的成本，我們可以想見，整體來說，這群選擇不生育的人們會受益於生育和養育

成本公共化所產生的正面外部性。
29

因為選擇不生育的人們在臺灣目前的脈絡中也受惠於其他人的生育選擇，基

於這個正面外部性的緣故，不公平論證並不適用臺灣現行人口政策之上。我的主張

奠基在兩個前提之上，其一，必須有實證資料去證明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所採取的生

育和養育成本公共化本身整體來說真的有利於選擇不生育的人們。這是一個經驗

前提，並且僅能等待政策實行一段時間之後才能去檢證選擇不生育的人們是否真的

受惠於嬰孩出生所產生的正面外部性。然而，選擇不生育的人們整體來說是否受惠

於生育率的止跌回升，總是在跟一個生育率持續下降或維持低點的假想情況進行比

較；據此，我們似乎總是能主張說，選擇不生育的人們在臺灣目前的處境下必然受

惠於生育和養育成本公共化的政策（因為當我們假設了生育和養育成本公共化會產

生正面外部性時，即便只有些許，都會讓整體臺灣社會受益）。

其二，我預設了從某項政策或行為中受惠，就必須支付相應的成本。
30 然後 

Casal 與 Williams 認為，即便選擇不生育者受惠於嬰孩出生的正面外部性，但這並

不表示受惠者就必須支付相應的成本。譬如德沃金認為，當我們從哲學廣播中聽到

一段珍稀的演講，即便我們確實受惠，但這不代表我們就有義務要付錢（1986, p. 

194）。31 Olsaretti（2013, p. 232）正確地指出，對 Casal 與 Williams 來說，即便

嬰孩出生數上升產生正面外部性從而嘉惠選擇不生育的人們，但他們只是允許說：

當出現正面外部性時，生育者得以將部分成本外部化，而不是選擇不生育的人們必

須分攤生育和養育成本。簡單來說，如果生育選擇不是「公平遊戲」（fair play）

的一種，那選擇不生育的人們即便受益於生育率止跌回升的正面外部性，他們也沒

有義務要去分攤生育和養育成本。若是如此，問題就變成生育選擇是否涉及公平遊

戲的討論。

29	整體來說是如此，但個別來說可能不一定。我們可以想見有些人承擔比較多的稅賦，但並未從社會體

系中得到相應的回饋。
30	這方面涉及何謂公平遊戲的討論，參見 Richard Arneson（1982）、H. L. A. Hart（1955）、George 

Klosko（1987）和 Alan John Simmons（1979, 2001）等。
31	德沃金舉得案例比較特殊，首先廣播和街頭音樂表演必然無法完全排除沒付錢的聽眾（因為人無法閉

耳不聽而且又是公共場合），而我們通常認為公共廣播或是街頭音樂表演不需要強制付費。其二，當

我們從公共廣播中聽到這段美妙的哲學演講，廣播頻道也藉由播放廣告來賺取盈餘，從而閱聽者的參

與本身便支付了哲學演講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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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重述問題的核心，如果生育選擇不算是一種公平遊戲的話，那麼即便選擇

不生育的人們受惠於嬰兒出生的正面外部性，他們也不必支付其他人的生育和養育

成本。反之，如果生育選擇是一種社會合作事業（從而是一種公平遊戲），那麼受

惠於嬰孩出生的正面外部性，才會構成分攤其他人的生育和養育成本的義務。我認

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孩童是否是一種「公共善」（public good），其所產生的

益處是一個公平社會中的所有人無法排除的。若是如此，那生育選擇就構成了一種

公平遊戲的行為，從而受惠於其他人的生育選擇便構成了分攤成本的義務。這邊的

討論涉及了另一個「公共財的論證」（the public good argument）。 32 我無法在此

解決或回顧這個爭議，但一個支持孩童是公共財的論點是：即便個別來說不是每個

孩童長大後都會對社會產生正面效益，但集體來說，一個社會中所有的父母親所孕

育的孩童們共同構成了一種公共財（Olsaretti, 2013, pp. 237-239）。若是如此，身

為共同體的一分子，不論是否選擇生育，都有義務要共同承擔社會整體的生育和養

育成本。因為若孩童們是一種公共財，從而臺灣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公平地

受惠於他們的出生和成長，那麼基於公平遊戲的原則，臺灣社會中的每一分子都有

義務要分擔生育和養育成本。
33

據此，我在這節的結論是，即便我們承認在理想情境中不公平論證有其道理，

但現實是，臺灣社會的情境遠遠不是一個施行正義分配的理想情境，同時臺灣社會

（和東亞社會）所面臨的少子女化情境使得嬰兒出生產生了正面外部性，上述這兩

個臺灣社會的特殊處境使得不公平論證並不適用於臺灣現行人口政策。因此我認

為，在臺灣脈絡下要求選擇不生育的人們共同承擔選擇生育者的生育和養育成本，

並不會產生不公平的問題。

三、不公平論證之於臺灣現行人口政策的寓意

我想另外強調的是，即使不公平論證是成立的且適用臺灣目前的脈絡、即使

有人爭論說孩童並非公共財所以公平遊戲的原則並不適用，因此即便在臺灣的脈

絡中選擇不生育的人們受惠於孩子們的出生，也沒有義務要去共同承擔生育和養

育成本，我們仍有許多其他強烈的理由去共同承擔生育和養育成本。譬如分配正

義要求我們補助那些遭受不平等機會或厄運的窮困家庭（Arneson, 2014, pp. 24-

32	參見 Olsaretti（2013, 2017）。
33	除了社會共同分擔（成本外部化）和生育者承擔（成本內部外），還有 Patrick Tomlin（2015）主張小
孩們應該負擔他們自己成長的成本的第三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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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譬如女性主義要求我們提供女性行使生育權利的物質條件；譬如近期 Ingrid 

Robeyns 認為當我們把「能力取徑」（the capability approach）作為分配正義的分

配原則時，
34 生育並擔任親職就是一種正義社會所必須提供的基本能力，以至於基

於分配正義的理由提供該能力的成本應該要由集體來承擔（Ingrid Robeyns, 2021, 

sec. 4）；又譬如，如果我們珍視孩童們的基本權利，基於保障孩童權益我們必須

提供他們成長茁壯的充分資源。上述種種理由都可以累加起來作為生育和養育成本

公共化的共構理由。與此同時，即便是在 Casal 與 Williams 的結論中，他們主張

的是生育和養育所產生的成本「不完全社會化，但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內部化」

（1995, p. 109）。這意味著他們接受生育和養育成本的部分公共化，相較於他們

的不公平論證，這個結論是很溫和的。因此，即便有人爭論不公平論證適用於臺灣

脈絡，我們仍有許多重要的理由去支持生育和養育成本公共化。

而另一個有待解決的爭議是，即便我們都同意基於上述種種理由生育和養育

成本應該公共化，但在多大的程度上臺灣現行人口政策符合公共化的要求，仍有待

商榷。行政院於 2023 年提出的「0-6 歲國家一起養」和「建構安心懷孕友善生養

環境」等重要政策，「0-6 歲國家一起養」藉由多種育兒支持措施（包括增加平價

教保服務數量、發放育兒津貼、降低學費、提高托育、教保服務人員薪資及幼兒園

教保員教保費等措施），而「建構安心懷孕友善生養環境」則包括擴大不孕症試管

嬰兒補助、提高產檢次數並增加產檢項目、提高產檢假日數、放寬育嬰留停申請條

件、提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以及調整工時彈性等措施。這些政策本身無疑是朝向

生育和養育成本（部分）公共化的目標邁進。
35 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是，這些人口政

策本身如何能更加邁向一個公平且正義，尊重女性及孩童權利的社會，仍有待更多

的努力及政策規劃。

伍、結論

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期望藉由鼓勵生育的非強制性助推政策去減緩結構性的人口

規模縮減的問題。然而，提升生育率的人口政策並非不證自明的，反而至少面對三

個主要異議：強制性的疑慮、生態主義以及生育成本分配不公的問題。對此，藉由

34	能力取徑是 Amartya Sen 與 Martha Nussbaum 所提出的一種衡量社會是否正義的標準，參見 Robeyns 
與 Byskov（2021）。

35	即便可惜的是，這些政策背後的理由是面臨少子女化所產生的社會危機，而主要不是因為重視分配正
義、孩童權益或是女性賦權等重要價值來推動生育和養育成本公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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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並回覆這三個異議，本文為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提供辯護，強化其規範性基礎。

簡言之，提升總生育率的人口政策是可以得證的。我論證了為什麼該政策並未涉及

操控，沒有侵害個人自主性的疑慮。此外，就生態主義的疑義，我論證了為什麼臺

灣現行人口政策的生育率目標是合理並且符合溫和生態主義的要求，該政策因而不

必然悖於溫和生態主義。最後，在檢視不公平論證時，我說明了為什麼不公平論證

並不適用於臺灣目前的脈絡，同時即便不公平論證是成立且適用的，我們仍舊有

許多堅實的理由去支持生產及養育成本部分公共化的人口政策。據此，即使臺灣現

行提升生育率的人口政策悖於當代人口政策倫理中的主流立場（減少或維持人口規

模），即便目前全球面臨人口過剩和全球氣候變遷等問題，藉由檢視並回覆這三個

挑戰該政策規範性基礎的異議，我為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提供辯護。

本文的限制之處在於，首先，如果臺灣提升生育率的人口政策在未來的數年內

成功施行，並且總生育率超越 1.4（甚至超越 1.5）的話，或是總消耗資源和總溫

室氣體排放量高於之前的數據，那麼持續提升總生育率的人口政策就可能悖於溫和

生態主義。因此，本文的主要論證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我國政府目前設定的總生育

率標準是合理且可以接受的標準，若非如此則不再適用。其次，本文的一個重大限

制是，隨著全球氣候變遷對於生態環境和人類社會的負面衝突加劇，有可能會產生

一種我們必須盡可能減少人口基數和生育率的極端氣侯情境，即便這會嚴重限制個

人的生育自由。也就是說，如果全球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負面結果極度嚴重時，我們

可能必須採取極度限制個人生育自由的人口政策。屆時，本文的結論將不再適用，

從而我國提升生育率的人口政策（即使是總生育率 1.4 的目標），也會需要大幅度

地轉向減少人口基數的方向。接續，我要說明本研究在學理上的延伸意涵。

就學理來說，在進行公共政策倫理或是政治哲學的思辨時，最困難的地方是我

們必須考量多種因素，同時我們很難在這些因素中取得一個綜合來說（all-things-

considered）的政策結論。簡言之，鮮少有一個公共政策是全好、全壞的，絕大多

數的情況都是有利有弊，而政策制定者從中權衡利弊後作出最終決策。可想而知，

我在利弊權衡後認為應該實行的公共政策，可能是你權衡利弊後認為不應該實行的

政策。每個人對於一項公共政策所包含的價值有哪些，以及他們會如何衡量這些價

值的重要程度，都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公共政策倫理或是政治哲學總是充滿價

值衝突及爭議，沒有人有把握為特定政策提供全面的規範性論證，我們頂多就單

一面向為特定政策進行辯護，就像我在本文中展示的那樣。據此，我僅為臺灣現行

人口政策提供部分辯護，而非全面證成。但反駁者就必須提供更多的證據和論述來

論證說，為什麼（譬如）臺灣現行人口政策涉及操控，或是為什麼溫和生態主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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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該政策，或是為什麼生養成本公共化是不公平的。總結來說，本文僅僅說了三

件事：臺灣現行人口政策並未涉及操控，臺灣現行人口政策不必然悖於溫和生態主

義，臺灣社會共同承擔生養成本並不會不公平；但本文並未證明，臺灣現行人口政

策綜合來說是一個好的或壞的政策。接續，我要說明本研究在政策實務上的延伸意

涵。

本研究在政策實務上的延伸意涵有三。其一，不論如何政府都不應該使用強

制性手段來限制人們的生育自由，也應該持續開放人們自由進行生育的選擇，即便

這意味著總生育率的萎靡。因為在一個崇尚人權的自由民主政體裡，維護基本自由

是社會的核心價值。其二，當政府在制定人口政策時，應與能源政策、氣候變遷

政策和移民政策一併思量，進行全盤規劃。但很遺憾的是，在我國政府現行的人

口政策規劃裡，關於生態系的價值和全球氣候變遷的問題並未出現在我國少子女

化對策計畫（107-114 年）（核定本）和中央研究院的人口政策建議書（中央研究

院  No. 004）中，從而該項政策非常有可能與我國政府在應對全球氣候變遷，或是

減少總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政策背道而馳。我國政府必須注意到，人口政策和全球氣

候變遷的議題至少在西方社會的脈絡中是緊密相連的。其三，如果生育和養育成本

公共化，以及建立性別平等的友善環境，是我國政府為了提升總生育率的政策手段

的話，那這是一個基於錯誤理由的正確政策。因為建立性別平等的友善環境，提供

每位幼兒平等的成長環境，這些都是女性和幼兒的基本權益也是社會正義的重要基

礎；不論這些政策是否能提升總生育率，都是政府應該重視的社會價值。這都顯示

了人口政策本身包含著許多政治哲學和倫理問題，而不僅是單純的人口管理問題。

總結來說，我認為未來我國政府在制定人口政策時，必須把臺灣社會對於全球氣候

變遷的責任、貧窮與社會不平等（特別是性別不平等）的問題納入考量；不然，這

樣的人口政策規劃是不完備的，不但缺乏承擔人類共同責任的氣度，也顯示政府在

規劃重大政策時缺乏通盤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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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fence of Taiwan’s Current Population Policy: 
A Reply to Manipulation, Ecology and Un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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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efend Taiwan’s current pro-natalist policies. In ethical 

debates surrounding population policies, i 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global 

overpopulation leads to greater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highe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ereby exacerbating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such as 

humanitarian crises and ecological disruptions. Therefore, Taiwan’s pro-natalist 

policies require robust justifications to strengthen their normative foundation. This 

paper then examines and responds to three major objections to Taiwan’s pro-natalist 

policies: concerns over coercion, ecological arguments, and issu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regarding the costs of childbearing and rearing. First, while some express 

concerns that current policies may impose coercion and infringement on individual 

autonomy, I argue that this is not the case. Second, in response to ecological 

objections, I contend that the policies are not inherently incompatible with moderate 

ecological ethics, as the fertility goals set by Taiwan’s population policies are 

reasonable and align with the principles of moderate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Finally, regarding the issue of unfair distribution of childbearing and rearing costs, I 

explain why these policies do not entail injustice while highlighting the solid reasons 

to support the public sharing of such costs. By addressing these three objections, this 

paper strengthens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 of Taiwan’s current pro-natalist policies 

and provides a robust defense of their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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